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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volution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长三角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关联性研究*

——演进格局与发展导向探讨

王启轩   肖宏伟   张艺帅    WANG Qixuan, XIAO Hongwei, ZHANG Yishuai

在辨析区域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在2009—2018年的属性数据与关联数据，构

建了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长三角各市的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发展水平；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探讨长三角区域创新和一

体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演进特征。总括而言，研究时段内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各市创新能力仍偏低，致

使区域内创新和一体化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低；空间格局演化方面，长三角各市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度变

化较大，而耦合协调状态呈现出长三角核心地区较高、安徽省边缘城市较低的状态，总体上是在核心城市上海和各中心

城市引领下向着区域协调均衡的格局演进。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投入合理配置、创新产出高效共享、创新环境协同优

化等建议，以期对长三角区域创新和一体化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s a crucial concept in the new era and serves as a core principle for promoting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integration.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using attribute and relational data from 41 YRD cities (2009-2018) to asses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tegration level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examines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verall, YRD demonstrates a favorable integration trend. However, cities possess low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leading to weak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reveals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coupling degrees, with higher 
coordination in the core region of YRD and lower coordination in peripheral Anhui cities. The spatial pattern is evolving towards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led by Shanghai and central cities.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to offer insights 
for YRD's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rational allocation of innovation input, efficient sharing of 
output, and coordinated optim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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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作为重

要的战略任务，要求“以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

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和竞

争力整体提升”。

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

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龙头与创新发展高地。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

0 引言

在区域一体化时代，创新成为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1]。近年来，我国极

为重视创新发展理念，区域维度的创新亦是重

要环节；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将“优化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土空间优化与系统调控理论与方法”（编号2022YFC38008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特大城市外围轨交站域居住空间的布局模式、成因

机制及规划策略研究——以沪、港地区为例”（编号52208086）；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编号20220626020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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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印发《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其中“坚持创新共建”被视作引导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原则；我国“十四五”规

划纲要亦将科创能力视为提升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之一。在这一背景下，长

三角的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创新驱

动发展如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亟

待探讨。本文以长三角41市在2009—2018年

间静态属性数据与动态关联数据为基础，构建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各城市的创新能力

和区域一体化参与度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

模型定量分析其相关性及空间格局特征，以期

从区域创新视角为新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协同

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1  区域协同创新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关系认知

1.1  创新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动力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

创新理论指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此理论假设下，弗里曼（C. Freeman）等[2]

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认为国家创新系统

是由国家公共和私营部门形成的机构网络，其

活动和交流会开启、导入、修改和传播新技术。

由此可见，创新活动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域将

会产生诸如系统交互（systemic interaction）、

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等正向效应。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时代，随着

创新网络与系统的逐步健全，区域外生力量

愈加显著地影响着地方空间的创新发展[3]。

据库克（Cooke）等[4]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

（Reg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RSI）理论，

区域的创新不仅存在于企业或政府内部，更处

于由政府、机构、大学等组织形成的环境中。在

该理论影响下，城市与区域研究者愈发重视创

新的外部性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在适宜的区

域尺度下，高效的要素交流可为创新活动的交

互与扩散提供客观条件，因而空间邻近性对于

维系创新的外部合作关系而言非常重要[5]。对

城市尺度而言，创新活动倾向于在规模较大且

拥有广泛对外联系的城市中发生[6]，其创新能

力与规模增长间似具有因果循环、相互促进的

发展趋势。同时，由于区域创新的竞争、协同过

程易催生出技术、人才、知识等发展要素的空

间外溢效应，因此在产业经济等领域中，区域

协同创新能力已成为城市获取竞争优势的决

定性因素[7]133，亦是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提

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1.2  一体化发展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支撑

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目

标[8]，也是我国各大城市群发展建设的总体

导向[9]。区域一体化并不等同于平均主义，其

终极目标是追求各类要素跨地域流动的额

外成本降低乃至趋近于零[10]101，从而实现经

济社会产出的提质增效。超越资金与货物的

投资与转移等单一内涵，实现知识、技术、人

才等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高效互动，是实现高

水平的区域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必

要条件，这也有赖于相关的发展环境和制度

供给。

总之，在区域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背景

下，区域创新活动的规模不断壮大，区域创

新系统不断发育，与之对应的集聚外部性与

网络外部性效应可惠及整个区域，从而提升

区域一体化水平；同时，随着空间、产业、制

度等多维度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一体化

进程反作用于区域创新系统，二者之间形成

“驱动”与“回馈”的相互支撑和耦合关系

（见图1）。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长三角及相关研究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

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①。然而，长

三角在区域协同创新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包

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为依赖外资[11]33、与国

际知名湾区相比其创新活动的空间聚集度较

低且城市间创新相关性较弱[12]55，以及协同创

新子群的基本单元呈现省域分割特征等[7]137。

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摆脱外资依赖

状态，构建起自身的区域创新系统是长三角地

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3]。

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经历了多个阶

段。学界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相关研究

涵盖经济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市场等一体化

等多个维度[14-16]。本文从历时性的演进视角甄

别区域内各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其一体化发展

的互动关系，从而对创新驱动背景下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的特征进行再认知。

2.2  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考虑静态与动态两个视角来研

究长三角区域创新及其一体化发展间的关联

性。首先建立较为综合的城市创新能力和一体

化参与度的指标测度体系，以度量区域内所有

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然后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二者的耦合度、耦合

协调度及其演进关系，进而探讨长三角创新与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导向。

2.2.1   指标体系构建

笔者整理了长三角41个城市在2009—

2018年间的相关指标。区域创新方面，既有研

究多采用高新技术企业投入、专利授权总量等

单一创新指标对比探讨区域内各城市创新能

力的分异[11]34，[12]53；也有研究通过建立指标体

系的方式对城市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探

讨其时空演进规律[17-18]，借鉴其方法可从创新

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3个维度构建长三

角各城市的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对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则往往侧重于特定

领域，初期多集中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维度，而

后逐步涵盖制度[19]、空间[20]等方面。相关指标

①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内容。注释：

图1  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互动机理示意
Fig.1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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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体系的研究已广泛展开，如对城市群一体

化指标体系建构的探索[10]102、3大城市群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测度和比较[21]等。考虑到区域一

体化较为综合的内涵范畴，本文将一体化指标

称为一体化参与度，可分解为经济、空间、制度

3个方面和区域、城乡2个维度。

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在既有研究中

已较为明确；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评价应践行

“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相比总量规模更应

关注发展水平的提升与趋近。同时，在综合既

有研究静态视角的属性指标之外②，根据城市

关联数据的可获得性等情况，纳入部分动态视

角的城市网络关联指标③。其中，经济一体化

体现在区域经济联系紧密、要素流动丰富且城

乡差距较小，采用历年的经济网络中心度、公

路货运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作为测

度指标；空间一体化反映为建成空间的适度集

聚、城市道路网络的便捷通达及区域交通网络

的高效联通，采用市域建成区比例、道路网密

度及是否接入高铁网络作为测度指标；制度一

体化难以直接利用统计数据进行测度，考虑到

城乡融合领域的户籍制度和区域协调领域的

政府间合作制度，选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以

及当年是否参与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是否纳

入长三角规划范围作为简要的测度指标④。基

于上述分析，构建起长三角各城市关于创新能

力和一体化参与度两大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

2.2.2   城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程度的测度

基于面板数据对城市创新能力、区域一

体化进程进行测度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专家打

分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其中熵权法通

过各类指标的相对数值关系得到评价权重，是

相对客观的测度方法。本文利用熵权法进行指

标体系的建构及测度，具体如下：

（1）对各类指标进行标准化，计算公示

如下：

式中：xij和yij分别代表城市i的第j项指标

的初始值和标准值；max(xj)和min(xj)分别代表

所有城市第j项指标的初始最大值和初始最小

值；同时，需考虑指标的正负效应（本文选取

的均为正向指标）。

（2）求得各类指标的信息熵，公式为：

其中，pij的计算公式为：

（3）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公式为：

式中：ωj代表第j项指标的权重。通过不同

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计算得到各城市在研究

时间段内的“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

两类综合评价指标。

2.2.3   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协调分析

耦合度模型最早是物理学领域用于测度

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方

法，现已在经济地理、区域规划等领域广泛运

用[22-23]。借鉴该模型对长三角各城市创新能力

与一体化程度间的关联程度做演进分析。记

f(E)为城市的创新能力，g(U)为城市的一体化

参与度水平，则耦合度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C表示城市创新和区域一体化系统

间的耦合度，C=0时两系统的关联性最差，而

C=1时两系统的关联性最强。此外，可利用耦

合协调度，揭示城市创新能力和一体化参与度

动态发展的协调程度，公式为：

（6）

（7）

式中：T表示系统f(E)与g(U)整体协同效

应的综合评价指数；D为f(E)与g(U)的耦合协

调度，越大表示二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越好，反

之则表示二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越差，借鉴以往

研究取α=β=1/2。

关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划分，学术

界虽有案例但尚无统一标准[24]。考虑长三角实

际情况，可结合计算结果将区域内城市划分为

4个发展阶段（见表2）。

3  长三角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演进特征

与导向

3.1  区域创新与区域一体化历时性演进特征

观察长三角10年间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区

域一体化参与度演进趋势（见图 2），可发现

地区的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皆呈上升趋

势。同时，相对区域一体化参与度而言，长三角

内各城市间的创新能力长期存在较大差距，相

当部分城市的创新能力仍然偏弱，导致其整体

② 选取的各类静态属性指标，来自2009—2018年三省一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科技局网站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

③ 动态关联指标的获得，须考虑到10年间的可获得性。其中，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指标，采用了41个城市历年“经济网络中心度”，基于工商企业数据库建立长三角

经济关联网络，从而求出各市在长三角经济网络中的中心度。而空间和制度一体化方面，则以是否纳入区域高铁网络、是否纳入规划范围等为依据。

④ 是否纳入“规划范围”参考自《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20）》，以及最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

注释：

表1  城市创新和区域一体化评价指标选择

Tab.1  Index selec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bil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两大系统  指标维度 选取指标 单位

创新能力

创新投入 R&D经费投入 万元
R&D人员 人

创新产出 专利授权量 件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 万元

创新环境
实际利用外资额 万美元
移动电话普及率 %
财政教育支出 万元

一体化参与度

经济一体化
经济网络中心度（区域维度） —
公路货运量（区域维度） t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乡维度） —

空间一体化
市域建成区比例（城乡维度） %
市域道路网密度（城乡维度） km/km²
是否接入长三角高铁网络（区域维度） 0/1

制度一体化
户籍城镇化率（城乡维度） %
是否参与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区域维度） 0/1
是否纳入长三角规划范围（区域维度） 0/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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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根据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把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湖州、

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16个城市列为核心区。

注释：

水平的提升较为缓慢。

从长三角整体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

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演进来看（见图3），

可发现两大系统的耦合度近年来相对停滞，

而耦合协调度则从较低水平稳步提升。这反

映了10年来长三角整体的区域创新与一体

化关联性仍亟待提升（区域平均耦合度不足

0.5，处于中等水平耦合）；而耦合协调度近年

来仍有较快增长趋势，体现出区域内创新能

力和一体化参与度的协调进步正处于快速提

升阶段。

总之，长三角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与一

体化参与度虽然在研究时段内有显著增长，但

两者尚处于中度协调耦合阶段，还未脱离“发

展协调期”。目前，长三角整体的区域一体化发

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城市在创新

能力方面仍存在显著短板，今后亟需借助长三

角协同发展之势来谋求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

3.2 � 区域内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演进

格局

3.2.1   各城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的空间演化

区域创新能力方面（见图4），长三角以

上海为科创核心的空间格局始终未有大的变

动，区域整体沿“宁—苏—沪—杭”这一核心

廊道逐渐发展为围绕长三角核心区⑤的多层

级“核心—边缘”结构。其间，依靠区位优势，

苏州的创新影响力最先崛起；南京、杭州也依

靠自身的行政力量不断培育其创新能力，在若

干核心与重要中心城市的功能辐射与外溢下，

苏南及浙江沿海地区的区域科创集群已具一

定规模；此外，近年来合肥、徐州作为次区域

的科创增长极核的潜质亦有所显现。但总体而

言，长三角整体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现象仍较

为显著。

一体化进程方面（见图5），在研究时段

内，上海始终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绝对核心，

但随着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不断

加强，其他城市不断融入一体化发展格局，城

市间的差异明显缩小；目前，仅有安徽外围、苏

北、浙南等部分城市的一体化参与度仍处于相

对落后地位。总体而言，长三角的一体化高地

始终与“宁—沪—杭—甬”这一经济社会发

表2  城市创新和区域一体化耦合协调阶段划分

Tab.2  Stage divis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互动发展阶段 耦合度C 耦合协调度D
取值范围 所处阶段 取值范围 所处阶段

不协调期 0.0＜C≤0.2 低水平耦合 0.0＜D≤0.2 低度协调耦合

发展协调期 0.2＜C≤0.5 中等水平耦合 0.2＜D≤0.5 中度协调耦合

优化转型期 0.5＜C≤0.8 较高水平耦合 0.5＜D≤0.8 良性协调耦合

高度协调期 0.8＜C≤1.0 高水平耦合 0.8＜D≤1.0 高度协调耦合

图2  长三角41市创新能力与区域一体化参与度的

均值变化
Fig.2  Mean change of innovation abili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bility of 41 cities in YR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长三角41市创新与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均值变化
Fig.3  Mean change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ability in 41 cities in YR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长三角41市创新能力的空间演进格局
Fig.4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41 cities in YRD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2010年                                                                              b 2014年                                                                                c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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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之”字形走廊高度吻合，而以合肥为代

表的安徽中、东部城市迅速向东部地区靠拢，

大幅度弥补了前期与长三角核心地域的差距。 

3.2.2    各城市创新与一体化的耦合协调格局

演化

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耦合度方面（即二

者的匹配程度）⑥（见图6），各城市的耦合水

平随时间的变化较大，但相对变化主要体现在

中小城市，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始终处于领

先水平。2010年，上海、徐州以及浙江省部分

城市的耦合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衢州、宿州等

地的耦合水平相对较低；至2018年，皖南各城

市的耦合水平相对下降，而在围绕合肥的皖

中、围绕徐州的苏北、围绕亳州的皖北等地区

的耦合水平相对较高。

从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看

（见图7），研究时段内上海的核心地位愈发突

出，至2018年已经处于0.6—0.8的良性耦合协

调阶段；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合肥等市

处于第二层级，即0.4—0.6的中度耦合协调阶

段；长三角边缘城市的协调发展亦有进步，两

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状态实现了快速提升。

同时，必须认识到长三角一体化空间格

局的演变并非均匀发展，而是“密度更为集

中、差距逐渐缩小、整合更为强烈”的过程[25]。

因此，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城

市个体间创新能力的“均质化”，而是要在当

前“廊道加圈层”的区域空间格局基础上，促

进对欠发达地区创新增长极的培育，以协同提

升其周边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格局中的功能

层级。以合肥为例，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其创新与一体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时

段内实现了大幅提升，引领了安徽各市的创新

协调发展：在此期间，安徽省有5个城市的耦

合度或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处于前列（见图8）。

综上所述，长三角41市创新能力与一体

化参与度在研究时段内提升迅速，形成了以上

海为核心、若干重要城市为中心的“廊道加圈

层”式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长三角整体的

创新及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仍亟待提升。一方

面，区域内部的空间分异仍旧较大，其中一体

化发展较快的城市仍主要集中于区域发展廊

道地带，外围城市的创新发展能力和一体化建

设进程依然滞后。另一方面，从各城市的创新

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的关联性来看，除上海等

⑥ 根据耦合度公式的原理，其反映出的并非是“发展水平”，而是两大系统的“关联性”，这是本文题目明确为“关联性”研究的基础。注释：

图5  长三角41市一体化参与度的空间演进格局
Fig.5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bility of 41 cities in YRD

图6  长三角41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度的空间演进格局
Fig.6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41 cities in YRD

a  2010年                                                                              b 2014年                                                                                c 2018年

a  2010年                                                                              b 2014年                                                                                c 2018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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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要城市的区域创新与一体化发展处于

“优化转型期”外，大部分城市的关联性仍属

于中等水平，处于“发展协调期”阶段；而其

空间格局呈现以上海为核心，且苏南、浙东北

较高，安徽边缘城市较低的特征，总体上正向

着区域协调、均衡的空间格局演进。

3.3  区域创新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导向

3.3.1   注重创新投入的合理配置

创新投入要求政府在其职能转变中有

效引导和调控市场，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

前，长三角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2个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及全国约1/4的“双一流”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从高新企业数量、高等院校数量、院士人数、

科学仪器数量等指标及其在全国的比重看，

长三角无疑已经是我国的创新高地（见图9）。

然而，随着长三角政策区范围拓展至“三省

一市”全域，皖北、苏北地区城市的加入势必

导致区域内城市发展水平差距的增大，区域

整体创新能级的提升任重道远，未来须重视

创新要素在区域内不同板块、不同城市的合

理配置。

以教育投入为例，长三角一体化政策要

求追求推动区域教育的共享发展；然而2018

年长三角各市的教育支出及其占财政支出的

比例显示（见图10），核心城市上海的财政教

育投入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各中心城市的教育

支出也较高，而大部分地级市的支出皆在100

亿元以下。教育支出占比呈现大、小城市较低，

中等城市较高的特征。针对上述现象，《纲要》

提出要“实现都市圈内教育、医疗、文化等优

质服务资源一卡通共享”，并且“推动教育合

作发展”，助力“推动都市圈同城化”的区域

协调发展目标。一方面，这有利于公共服务资

源相对薄弱或劳动力高输出地区的居民“借

用”邻域中心城市的优势公共资源及其他高

端功能，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

标；另一方面，这将进一步促进各都市圈内的

高素质人才、产业与创新等要素的分散式集

聚，从而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区域整体的

竞争能级。

3.3.2   推动创新产出高效共享

创新产出是衡量区域创新发展成果的

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城市成为区域创新增长

极的必要条件。长三角是我国高科技产业的

重要集聚地，从2018年各市高新技术产业总

产值看，江苏省各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

相对较高，苏州在规模上已超过上海，其他江

苏城市在该领域发展也相对较好；浙江省由

于第三产业占比较高，在以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体量方面不占优

势，安徽省除合肥与芜湖两市外，其他城市的

高科技产业总产值皆相对落后（见图11）。

图8  长三角各市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变化
Fig.8  Changes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
nation degree of cities in YRD

a  2009年                         b 2018年

图9  2019年长三角科技指标总量及占全国比重⑦

Fig.9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dicators of YRD in 2019 and its proportion in China

⑦ 相关数据来源于“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网站。注释：

图7  长三角41市创新能力与一体化参与度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进格局
Fig.7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41 cities in YRD

a  2010年                                                                              b 2014年                                                                                c 2018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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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创新产出成果的高效共享依赖知

识传播、技术转移等路径的完善。但现阶段，

我国专利转让等技术转移机制尚不成熟。这

导致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科技创新

衔接较为薄弱[26]。创新成果的区域共享问题

大体可归结为两类：一是专利等创新成果的

数量较少、质量较低；二是创新交易转移制

度不健全。前者要求高校等科研机构重视创

新并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有效的科技成果；

后者需要完善跨地区、跨企业的合作和交易

机制。从长三角各市专利申请量与高校在校

生数散点图可以看出，创新绩效较好的城市

（位于回归线上）有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和

台州等，而南京、合肥等城市高校学生数量虽

然多，但专利申请情况并不理想（见图12）。

这说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进，

企业等市场主体逐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使得上海、浙江等制度相对健全、市场活

力较高的城市，在创新成果绩效方面显现优

势。而针对科技成果难以转化等问题，科技部

于2017年制定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区建设指引》，至2018年共批准建设9家

示范区，其中宁波、浙江、上海闵行、江苏苏南

等4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均位于

长三角范围内。《纲要》也提出“依托现有国

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立健全协同

联动机制，共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地”。今

后一段时间内，长三角可适当推广示范区经

验，在安徽合肥、江苏徐州等创新能力与一体

化发展间耦合协调度相对较好的城市进行试

点⑧，进而惠及区域内其他欠发达城市。

3.3.3   协同优化区域创新环境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强调了创新环境的重

要性。各类创新主体所处的物质空间环境、激

励创新产出的政策制度环境，以及包容互鉴

的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有助于技术与组织创

新的产生，进而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区

域一体化进程。典型的创新环境载体如为发

展高新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而设立的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

旨在有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进而形成创新

经济集群[27]。2019年我国高新区的国内生产

总值已达12.2万亿元，是促进地方创新发展

的“领头雁”。截至2020年，长三角国家级开

发区内的上市企业数占区域内所有上市企业

总数的22.5%⑨；而在2009—2018的10年间，

长三角高新区数量从11个快速增长到34个，

布局也从集中于“之”字形廊道扩散至长三

角核心区的大部分地级市（见图13）。

然而，由于区域内各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加

剧，在“行政区经济”的既有考核机制下，产

业发展各自为政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区域产业

分工与协同水平仍亟待增强。对比2018年长

三角各省市间“经开区”（以经济增长为导向）

和“高新区”（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的主导产

业类型⑩，可以发现二者在前10位主导产业中

图10  2018年长三角各市财政教育支出及其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Fig.10  Fiscal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nd its proportion in fiscal expenditure of cities in 
YRD in 201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2018年长三角各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及第三产业比例
Fig.11  Total output value of high-tech industry and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n 
cities of YRD in 201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2018年长三角各市在校生数与专利申请量

散点图
Fig.12  Scatter chart of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school 
and patent application in cities of YRD in 201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⑧ 我国科技部于2017年发布的《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指引》，以及2020年发布的《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发

展的通知》，皆提到要推进相关经验总结和推广。

⑨ 高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2020年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市企业占比数据，来自于礼森园区智库对长三角开发区发展的报告，其中上市企

业名单截至2020年8月14日。

⑩ 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公布的长三角32个国家级高新区和65个国家级经开区的主导产业归纳汇总。

注释：

有7类产业相同（见图14）。虽然两类开发区的

初始政策导向各异，但目前来看长三角地区的

“高新区”与“经开区”的产业选择差异甚微；

对区域内相当数量的高新区而言，在既有考核

机制下，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奉行规模及数量型

增长的价值导向，其创新职能并未充分发挥。

《纲要》提出“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一方面要

求跨市域产业合作的深化，如皖北地区建设

“产业转移集聚区”承接原长三角核心区域企

业的升级转移；另一方面，需要各地在制定各

类型开发区、园区的产业政策时，务必精准且

保持一定的经济、环境绩效“门槛”，使针对高

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落到实处。

另外，针对如何利用创新空间、制度环境的优

化，改变开发区对本地企业创新溢出效应较低

等问题，亦需要长期的研究关注及政策响应。

总之，长三角应从创新的投入、产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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